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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基础设施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底座，基于IT生产率悖论，数字基础设施是否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亟待研究的问题。运用静态博弈以及演化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采用2013－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重要的中间机制，回应了IT生产率悖论；数字基础设施对第一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远大于第二、第三产业，对高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效应明显高于其他第二产业。因此，政府亟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支持和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针对不同的产业和企业制定差异化的数字化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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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70984690]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
Based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bstract: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s the cornerstone for China's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the IT productivity paradox, whethe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an enhanc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n urgent research question. This article employs static game theory and evolutionary dynamic game models to analyz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t empirically verifies, using data from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3 to 2020, the effe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enterpri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enhances enterpri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erves as an important intermediate mechanism, addressing the IT productivity paradox.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primary industry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dditionally, its positive effe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other secondary industries.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 government to strengthe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vigorously support and guide enterprise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digital development policies tailored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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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bookmark: _Hlk170978492][bookmark: _Hlk170978501]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亟需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仅依赖传统投资驱动方式是不可持续的，需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数字要素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创新与变革。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中国的两大基础之一，俨然成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底座。薛成等[1]、何玉梅等[2]、惠宁等[3]和赵莎莎[4]指出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产生规模经济和成本节约效应、诱发技术进步，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而自1987年罗伯特·索洛提出IT 生产率悖论，关于信息化与生产率的研究争论不断，结论莫衷一是。Brynjolfsson等[5]认为悖论来源于测量误差、滞后效应、收益再分配等。微观层面的研究大多数认为悖论不存在，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通过4个渠道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1）成本节约效应。Acemoglu等[6]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加速机器换人，降低人力成本；龚强等[7]、花俊国等[8]和赵宸宇等[9]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可以低成本地获取海量、优质、充分的公开资源，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罗佳等[10]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改变管理模式和核心业务流程，以及打破行业壁垒，降低企业内外部运营成本，促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创新效应。沈坤荣等[11]指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重视自主创新，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水平，拓展了企业创新边界，提高创新成功率，促进了创新成果转化，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陈中飞等[12]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了企业信息不对称，加速了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流动促使企业将关键资源分配到核心技术和创新活动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4）革新组织模式。胡俊等[13] 和王冬梅等[14]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使原有的生产与组织管理方式发生改变，引发企业组织结构趋于网络化、扁平化，强化了生产、销售和研发的联动性，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基础设施往往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和驱动力[15]。但具体到企业微观主体对数字化转型的选择上，企业是否要进行数字化转型，主要考虑以下因素：（1）资源获取能力。当企业创新资源储备丰富、人力资本充裕时，易于达到新技术的准入门槛，企业可满足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条件；但对一些特殊企业，其本身获取社会资源能力过强，如有政策倾斜、垄断行业等，其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反而被削弱。（2）成本与收益。企业数字化转型尽管可带来较高的管理效率和创新潜力，但一些小微企业较难支撑前期的投入，对自身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不高。并且，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防范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16]。（3）投资风险。基础设施普遍具有网络效应，即在这个建设过程中的参与者越多，参与者所获得的功能也就越多，这就意味着后进者的收益越高，先进者反而承担了较多投资风险；并且后进企业很可能依赖于先行者创造的技术环境，产生搭便车行为[17]。因此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时往往会率先采取观望态势，倾向于做后进者[18]。
基于已有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会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些问题亟待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基于此，本文采用2013－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结合省级与地级市层面宏观数据，基于静态博弈以及演化动态博弈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比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1）通过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博弈模型，从理论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2）分析并论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机制，回答了生产率悖论。（3）本文采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更细的颗粒度为结论的稳健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
1 理论分析
数据具有边际效益递增以及网络效应的特点，当企业所处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企业只需要付出较低的边际成本，就可获取大量的数字资产。因此，企业一方面更容易有数字化转型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越容易出现搭便车行为，即倾向于成为后进者或者不参与投资。
假设同时存在着企业组一和企业组二。为便于分析，企业甲为企业组一的代表公司，企业乙为企业组二的代表公司。企业甲和企业乙是博弈的主要参与者。有一个投资项目，企业甲和企业乙的投资总成本为，该项目产生的总收入为，且。两者为互补关系，企业甲对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而企业乙对自身数字化转型进行投资。企业甲的收入与总收入之比为，企业乙的收入与总之比为，且假定成本也为同比例分担。企业甲和企业乙在这两方面的投资中均不存在范围经济，即当企业甲独立承担投资项目时，由于专业障碍，需要更高的投资为，收益为。同样，企业乙独立承担项目投资和研发应用所需资金为，收益为。
当企业甲和企业乙都选择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投资时，其会分担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与数字化转型投资的成本，并获得相应比例的收益。此时，企业甲的收益为，企业乙的收益为。已知，即双方可在同时投资时获得收益。当企业甲选择独立投资时，企业甲的收益为，企业乙的收益为。当只有企业乙选择独立投资时，企业甲的收益为，企业乙的收益为。当企业甲和企业乙都选择不投资时，他们的收益都是。表1给出了两类企业战略选择的收益矩阵。，分别是企业甲、乙投资的概率。因此，企业甲选择投资的收益、不投资的收益和预期收益分别为，，：
	
	（1）

	
	（2）

	
	（3）


企业乙选择投资的收益、不投资的收益和预期收益分别为，，：
	
	（4）

	
	（5）

	
	（6）


从上式可以看出，当时，即任一企业独立投资存在收益，博弈会在（投资,投资）时，达到纳什均衡。但当时，即任一企业独立投资均不存在收益，博弈会在时达到纳什均衡，即形成了囚徒困境。
表1  战略选择收益矩阵
	项目
	情形
	企业乙

	
	
	投资()
	不投资：(

	企业甲
	投资)
	
	

	
	不投资(
	
	


注：括号内为各情况的概率。
由于在实际中，数字化转型的决策是会随着时间发生动态变化，根据演化博弈的复制动态方程，企业甲和企业乙的复制动态方程分别为，：
	
	（7）

	
	（8）


设F（x）=F（y）=0，可得到进化博弈的5个平衡点，分别为：，，，，。
利用Friedman[19]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博弈双方复制动态方程组成的系统的稳定性。在和两种情况下（取等号时的最终稳态为点），分析了两种企业选择模式的演化和稳态结果。
图1为条件下的演化相图。无论博弈双方的投资策略如何选择，最终都会收敛到点，因此决策稳态为联合投资。图2为条件下的演化相图。当初始状态落在区并收敛到点时，博弈双方选择不投资。当初始状态落在区域II并收敛到点时，博弈中的双方都选择投资。即在条件下，博弈双方最终的演化稳定策略是选择投资或不投资，取决于图2中和面积的大小。的面积越大，双方选择不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如果的面积较大，则双方更有可能选择投资。

[image: 图片包含 照片, 不同, 标志, 挂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1  时的系统演化
如果（图1），最终稳态为，长期来看企业甲有利可图，会加强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于企业乙，考虑到企业甲投资数字基础设施，从而会促进数字化转型，形成最终稳态。
[image: 一群鸟飞在空中

低可信度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2  时的系统演化
如果（图2），此时企业甲投资数字基础设施短期可能是没有收益的，如果作为绝对理性人，双方博弈会陷入囚徒困境，最终均不采取投资决策，即达到均衡点，双方利益不能达到最大化。作为投资基础设施的企业甲，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或有相当实力的非国有企业，投资时可能并不会考虑博弈中的短期收益，还会继续投资数字基础设施，最终仍会达到稳态均衡。
综合静态博弈以及演化动态博弈模型可知，只要企业甲宣布会增加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企业乙就会促进数字化转型，博弈达到利润最大化。由此，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2 研究设计
[bookmark: _Toc128817129][bookmark: _Toc129809574][bookmark: _Toc129209873]2.1 模型构建
2.1.1基准回归模型
基准回归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控制行业与年份，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9）


[bookmark: _Toc128817105][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_Toc129209849][bookmark: _Toc129209875][bookmark: _Toc129809576][bookmark: _Toc128817131]式（9）中，是企业在时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代表企业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行业固定效应，为时间固定效应，为控制变量，为随机扰动项。
2.1.2机制检验模型
为验证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本文通过温忠麟等[20]的方法，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机制，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是企业在时间的全要素生产率：
	
	  （10）

	
	   （11）


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2.2.1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LP方法进行测算，记为TFP_LP，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OP法，记为TFP_OP。
[bookmark: _Toc129809549][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借鉴范合君等[21]关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测度方法，结合数据的可得性，选取移动电话基站、光缆路线长度、宽带接入端口、域名数、网页数、IPv4地址数、软件业务收入7个指标，通过熵值法算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指数，记为。
（3）中介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
参考赵宸宇等[9]的做法，基于上市公司发布的文件公告中，本文采用Python进行文本分析，选取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99个，并将年度报告中相关词频总数的对数值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变量。从数字技术应用、互联网商业模式、智能制造、现代信息系统4个维度，进行关键词词频统计，记为。
（4）控制变量
铁路基础设施建设（invest）：相较于公路，铁路在打破地域之间的物理分割，加快信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方面影响更大，因此本文采用省级地区铁路里程数（公里）的对数衡量当地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金融发展（financial）：用地级市级别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当地GDP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industry）：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比值来测度；经济发展程度（economy）：采用地级市GDP的对数值表示；人口规模（population）：采用地级市年末常住人口的对数值表示；产权性质（property）：为0或1的虚拟变量，国有企业记为1，非国有企业则为0；高管持股比例（shareholding）：为管理层持股总数占企业总股数的比重；盈利能力（profit）：企业净利润占营业收入之比；企业年龄（age）：为样本当期所属年份减去企业成立时所对应的年份；企业规模（size）：以企业资产的自然对数形式表示。
2.2.2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分成两类：（1）企业层面的数据选取2013－2020年上市公司企业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2）宏观层面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在剔除缺失较多的样本之后，共保留18 188个样本，非百分比或指数形式表示的指标，均已采取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TFP_LP
	18 188
	9.093
	13.533
	5.568
	1.117

	TFP_OP
	18 188
	8.148
	12.553
	4.796
	0.987

	
	18 188
	1.861
	6.111
	0.000
	1.351

	
	18 188
	0.373
	1.026
	0.001
	0.254

	invest
	18 188
	8.002
	9.560
	6.142
	0.723

	financial
	18 188
	1.697
	7.450
	0.118
	0.674

	industry
	18 188
	1.682
	5.350
	0.148
	1.105

	economy
	18 188
	18.228
	19.774
	14.243
	1.055

	population
	18 188
	6.762
	8.074
	3.161
	0.741

	property
	18 188
	0.339
	1.000
	0
	0.473

	shareholding
	18 188
	13.395
	89.990
	0
	19.266

	profit
	18 188
	0.037
	12.081
	−54.427
	0.696

	age
	18 188
	10.711
	30.000
	1.000
	7.437

	size
	18 188
	22.284
	28.509
	17.813
	1.306



3 实证结果分析
[bookmark: _Toc129809578][bookmark: _Toc129209877][bookmark: _Toc128817133]3.1 基准回归分析
[bookmark: _Hlk171023373][bookmark: _Hlk171024436]表3的列（1）报告了基准回归模型公式（9）的估计结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index）的估计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0.177，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系数每增加1个单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0.177个单位，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支持生产率悖论的结论，这与范合君等[21]的研究结论一致。
3.2 机制检验分析
在机制检验中，参照温忠麟等[20]的方法，本文首先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回归模型见公式10），表3第（2）列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index）的估计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0.207，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接下来，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中介变量（回归模型见公式11），回归结果如表3第（3）列所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index）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0.119，较基准回归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index）的估计系数（0.177）有所降低；同时，表3第（3）列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0.048，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影响机制。
表3  基准回归与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机制检验结果

	
	TFP_LP
	digit
	TFP_LP

	index
	0.177***
	0.207***
	0.119***

	
	（0.026）
	（0.060）
	（0.031）

	digit
	
	
	0.048***

	
	
	
	（0.005）

	invest
	−0.040***
	0.016
	−0.024**

	
	（0.008）
	（0.019）
	（0.010）

	financial
	−0.025***
	0.161***
	−0.030***

	
	（0.009）
	（0.021）
	（0.011）

	industry
	−0.053***
	−0.007
	−0.037***

	
	（0.006）
	（0.015）
	（0.008）

	economy
	0.062***
	0.025
	0.059***

	
	（0.013）
	（0.032）
	（0.016）

	population
	−0.024
	−0.015
	−0.042*

	
	（0.017）
	（0.042）
	（0.022）

	property
	0.090***
	−0.292***
	0.131***

	
	（0.012）
	（0.028）
	（0.015）

	shareholding
	0.000 5*
	0.000 3
	0.001

	
	（0.000 3）
	（0.001）
	（0.000 3）

	profit
	0.061***
	0.023
	0.084***

	
	（0.006）
	（0.019）
	（0.010）

	age
	0.001
	0.002
	−0.001

	
	（0.001）
	（0.002）
	（0.001）

	size
	0.709***
	0.140***
	0.714***

	
	（0.004）
	（0.010）
	（0.005）

	Constant
	−7.498***
	−2.911***
	−7.526***

	
	（0.194）
	（0.478）
	（0.249）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个
	18 188
	11 804
	11 804

	R2
	0.747
	0.363
	0.752


注：1）*、**、***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bookmark: _Toc129809579][bookmark: _Toc129209878][bookmark: _Toc128817134]3.3 稳健性检验
3.3.1替换被解释变量
基于基准回归模型公式（9）和机制检验模型公式（11），使用OP法替换LP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回归结果如表4第（1）、（2）列所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列（1）中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系数为0.081，远大于列（2）中的系数0.030，这同样反映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中介变量。上述的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3.2剔除数字产业样本
考虑到属于数字化产业的企业数字化水平较高，如果仍采用数字化转型相关词频总数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可能导致回归结果产生偏误。因此本文剔除数字化产业相关企业的样本（即行业编号为I63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I64互联网和相关服务，I65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基于公式（9）、（11），回归结果如表4第（3）、（4）列所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TFP_OP
	TFP_LP
（剔除数字产业样本）

	
	（1）
	（2）
	（3）
	（4）

	index
	0.081***
	0.030**
	0.166***
	0.102***

	
	（0.024）
	（0.012）
	（0.028）
	（0.035）

	digit
	
	0.024***
	
	0.040***

	
	
	（0.004）
	
	（0.006）

	invest
	−0.058***
	−0.044***
	−0.042***
	−0.027**

	
	（0.007）
	（0.009）
	（0.008）
	（0.011）

	financial
	−0.027***
	−0.030***
	−0.021**
	−0.021*

	
	（0.008）
	（0.010）
	（0.009）
	（0.012）

	industry
	−0.037***
	−0.021***
	−0.057***
	−0.035***

	
	（0.006）
	（0.007）
	（0.007）
	（0.009）

	economy
	0.074***
	0.066***
	0.059***
	0.055***

	
	（0.012）
	（0.015）
	（0.014）
	（0.018）

	population
	−0.032**
	−0.038*
	−0.025
	−0.053**

	
	（0.016）
	（0.020）
	（0.018）
	（0.024）

	property
	0.061***
	0.098***
	0.084***
	0.118***

	
	（0.011）
	（0.014）
	（0.013）
	（0.017）

	shareholding
	−0.000 4
	−0.000 4
	0.001***
	0.001***

	
	（0.000 3）
	（0.000 3）
	（0.000 3）
	（0.000 4）

	profit
	0.055***
	0.063***
	0.047***
	0.069***

	
	（0.006）
	（0.009）
	（0.007）
	（0.012）

	age
	0.000 5
	−0.001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size
	0.581***
	0.585***
	0.707***
	0.711***

	
	（0.004）
	（0.005）
	（0.004）
	（0.006）

	Constant
	−5.636***
	−5.655***
	−7.364***
	−7.285***

	
	（0.180）
	（0.229）
	（0.207）
	（0.276）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个
	18 188
	11 804
	14 870
	8 808

	R2
	0.725
	0.730
	0.757
	0.760



3.4 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本文依次使用了4个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首先，借鉴赵涛等[22]的研究，选取1984年各地级市邮电业务总量以及电话机总量的对数值作为工具变量。同时，为了使得工具变量可以随着时间变化，在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和外生性的条件下，本文参考了Goldsmith-Pinkham等[23]提出的份额转移法（Shift-share），分别将1984年各地级市邮电业务总量与各地级市人口规模的乘积的对数值、1984年各地级市电话机总量与各地级市人口规模的乘积的对数值作为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回归结果与前文研究结论一致，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可靠。
表5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TFP_LP

	
	（1）
	（2）
	（3）
	（4）

	
	1984年各地级市邮电业务总量作为工具变量
	1984年各地级市电话机总量作为工具变量
	邮电业务总量×人口作为工具变量
	电话机总量×人口作为工具变量

	index
	0.408***
	0.174**
	0.374***
	0.178**

	
	（0.136）
	（0.088）
	（0.122）
	（0.083）

	invest
	−0.061***
	−0.042***
	−0.058***
	−0.042***

	
	（0.013）
	（0.011）
	（0.013）
	（0.010）

	financial
	−0.002
	−0.028**
	−0.006
	−0.028**

	
	（0.017）
	（0.013）
	（0.016）
	（0.012）

	industry
	−0.081***
	−0.052***
	−0.077***
	−0.052***

	
	（0.018）
	（0.012）
	（0.016）
	（0.012）

	economy
	0.012
	0.073***
	0.020
	0.072***

	
	（0.038）
	（0.026）
	（0.034）
	（0.025）

	population
	0.018
	−0.040
	0.010
	−0.039

	
	（0.038）
	（0.028）
	（0.035）
	（0.027）

	property
	0.096***
	0.088***
	0.095***
	0.089***

	
	（0.013）
	（0.012）
	（0.012）
	（0.012）

	shareholding
	0.000 4
	0.000 5
	0.000 4
	0.000 5

	
	（0.000 3）
	（0.000 3）
	（0.000 3）
	（0.000 3）

	profit
	0.058***
	0.058***
	0.058***
	0.058***

	
	（0.006）
	（0.006）
	（0.006）
	（0.006）

	age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size
	0.710***
	0.711***
	0.710***
	0.711***

	
	（0.004）
	（0.004）
	（0.004）
	（0.004）

	Constant
	−6.690***
	−7.558***
	−6.815***
	−7.544***

	
	（0.538）
	（0.377）
	（0.488）
	（0.359）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个
	17 391
	17 391
	17 391
	17 391

	R2
	0.747
	0.749
	0.748
	0.749



3.5 进一步分析
3.5.1基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分位数回归
为综合考虑不同地区间的经济规模、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差异带来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基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将样本进行四分位数回归，以检验不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表6报告了不同建设水平的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分位数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不同分位数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且75分位数的系数最大，50分位数系数次之，25分位数系数最小，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越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越大。
表6  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75分位
	50分位
	25分位

	index
	0.334***
	0.307***
	0.145***

	
	(0.048)
	(0.040)
	(0.043)

	invest
	−0.088***
	−0.042***
	−0.014

	
	(0.019)
	(0.015)
	(0.019)

	financial
	0.006
	−0.006
	−0.007

	
	(0.012)
	(0.010)
	(0.011)

	industry
	0.203***
	0.106***
	0.118***

	
	(0.027)
	(0.022)
	(0.022)

	economy
	−0.179***
	−0.090***
	−0.091***

	
	(0.035)
	(0.030)
	(0.030)

	population
	0.197***
	0.137***
	0.113***

	
	(0.024)
	(0.021)
	(0.021)

	property
	−0.003***
	−0.005***
	−0.006***

	
	(0.001)
	(0.001)
	(0.001)

	shareholding
	0.274***
	0.190**
	0.044

	
	(0.046)
	(0.074)
	(0.036)

	profit
	0.032***
	0.035***
	0.031***

	
	(0.002)
	(0.001)
	(0.001)

	age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Constant
	5.484***
	7.175***
	7.581***

	
	(0.283)
	(0.235)
	(0.240)

	样本量/个
	17 309
	17 309
	17 309



3.5.2基于不同产业的异质性分析
为了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不同产业的异质性影响，本文首先将所有企业分为三大产业。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而高端制造业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了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将第二产业分为高端装备制造业与其他第二产业。表7报告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不同类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分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第一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1.159）远高于其他三类产业（分别为0.217、0.131、0.222），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其他产业，对农业的数字化改造更为便捷，且更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24]。对比表7第（1）、（2）列可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0.217）明显高于其他第二产业（0.131），这意味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提升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效应更大。
表7  基于不同产业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高端制造
	其他第二产业
	第一产业
	第三产业

	index
	0.217***
	0.131***
	1.159***
	0.222***

	
	（0.036）
	（0.040）
	（0.222）
	（0.064）

	invest
	0.003
	−0.083***
	−0.050
	−0.065***

	
	（0.012）
	（0.012）
	（0.071）
	（0.017）

	financial
	−0.016
	−0.027**
	0.166***
	−0.029

	
	（0.013）
	（0.013）
	（0.061）
	（0.021）

	industry
	−0.055***
	−0.067***
	−0.161***
	−0.053***

	
	（0.009）
	（0.010）
	（0.058）
	（0.013）

	economy
	0.039**
	0.112***
	−0.048
	0.028

	
	（0.018）
	（0.019）
	（0.090）
	（0.036）

	population
	0.028
	−0.093***
	0.254**
	−0.005

	
	（0.023）
	（0.026）
	（0.126）
	（0.045）

	property
	0.127***
	0.084***
	0.060
	0.032

	
	（0.018）
	（0.019）
	（0.090）
	（0.025）

	shareholding
	0.0005
	0.001**
	−0.016***
	0.001

	
	（0.0004）
	（0.0004）
	（0.003）
	（0.001）

	profit
	0.188***
	0.054***
	0.154
	0.039***

	
	（0.015）
	（0.011）
	（0.127）
	（0.009）

	age
	0.007***
	0.006***
	−0.029***
	−0.012***

	
	（0.001）
	（0.001）
	（0.009）
	（0.002）

	index
	0.715***
	0.688***
	0.643***
	0.713***

	
	（0.006）
	（0.006）
	（0.046）
	（0.008）

	Constant
	−7.722***
	−7.315***
	−5.604***
	−6.866***

	
	（0.268）
	（0.277）
	（1.801）
	（0.499）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个
	6 517
	6 279
	204
	5 188

	R2
	0.765
	0.778
	0.730
	0.707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2013－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以及中国省级与地级市层面数据，结合静态博弈以及演化动态博弈模型，理论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并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表明：（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会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重要的中间影响机制，且生产率悖论并未得到证实。（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第一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远大于第二、第三产业，对高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效应明显高于其他第二产业。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亟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鼓励和支持建设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基础设施，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等。同时，要注重多部门融合和多区域协作，着力打造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元主体联动的数字基础设施供给模式，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利用数字基础设施的积极效应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政府需要拓宽企业获取数字化转型所需的资金和人才的渠道，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大数字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应用力度，加强企业研发、制造、服务等环节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鼓励企业进行数据的开放和共享，完善数据安全的监管体系，推动企业降本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应借助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构建融合创新平台，改造自身的生产经营系统、管理模式与核心业务流程，以提升企业组织管理效率和经营绩效。此外，对于所属产业不同的企业，需要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加大三大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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